農藥使用與農業發展
台灣植物保護工業同業公會   顧問  廖龍盛

前言

「農為國本，本固邦寧」，而食品是人類賴以生存繁衍和社會發展的首要基礎，所以自古漢書即有「民以食為天」之記載，因此農業為立國的根本，也是國家建設的基礎，人民生活的命脈，農業不僅提供全民生活所需的糧食、蔬果及魚肉、維護我們生存的環境，更是經濟發展建立了深厚基礎，今後更應促進生態環境和諧和穩定糧食安全供應，發揮生態環境等多元化功能；農業發展已由以前的「三農」--農業、農民、農村，到現在的「三生」--生產、生活、生態，現今農業面臨國際市場的競爭、兩岸農業經貿的競合，今後的農業除了「三農」、「三生」，更應擴大到消費者及全球的關照層面，提高農業資源品質，促進生態環境和諧，以確保農業永續發展。

現代人在食無虞的情況下，養生之道風行，人們要求「吃得飽」、「吃得好」、「吃得對」、「吃得健康」；擔心三餐所攝食的蔬果、魚、肉內是否殘留農藥、抗生素或其它藥物而危害健康，因此生機飲食及有機農產品亦相當流行，但常因資訊不足或獲得的資訊不正確，在人云亦云或眾口爍金之下，對農藥產生了偏差的觀念，談農藥而色變；尤其是聞癌色變，以為農藥就是造成肝炎或肝癌的元凶，但在人類日常生活中所吃的東西含有致癌毒素如黃麴毒素並不甚了解，又如酗酒、藥物等對人體健康影響並未有正確的認識。根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每年死於癌症的人超過500萬人，而且誘發腫瘤的因素很多，最重要的是某些「生活方式」，如飲食習慣、吸菸、飲酒、咀嚼檳榔等；當然存在於居住區和生產場所的化學物質及某些藥物也起著一定的作用；農藥在嚴格的管理之下，並沒有直接證據會造成癌症。
農業的特質
農業是利用自然資源如土壤、水、日光及空氣等來栽培作物或飼養禽畜，從事植物及動物生產的事業。因此，農業是具有生命的產業，包括農業的生物性特質、自然性特質、經濟性特質及社會性特質。農業生產受到自然環境的限制，並且與社會經濟有著密切的關係，使得農業的特質與一般工、商業的特質不同；農業具有下列特質：（1）生物性：農業的經營需要長時期的栽培，並配合有利的生長環境，才能得到收穫，這種具有生命的生產過程，與工業的機械製造及商業的販賣行為等無生命的過程完全不同。（2）自然性：農業具有季節性與地區性，因為在不同的季節和不同的自然環境，如日照、雨量及溫度等環境因素均不同，使得農業生產因季節和地區性不同而有差異，（3）經濟性：農業生產週期長、供需缺乏彈性、農產價格變動大等，（4）社會性：農村大都以家族勞動力為主，只有在大面積的農場才有公司形態的組織。

因農業常受旱災、水災、病蟲草害為害，以及環境、氣候等的影響，所以是經營高風險，收益不穩定的產業。農業的發展決不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的運氣，我國自古即重視農業的生產以精耕細鋤的耕作農地；20世紀初美國農業化學專家金氏(F.H. King)到中國及漢文化的國家作調查，對於漢民族雖使用數千年的土地，但土壤肥力仍能維持良好而深感詫異，寫了「四千年的農民」一書，顯示出中國農民「應天地、順自然、盡人力」的智慧。人類在經過漫長的15,000年狩獵與採集生活－生活過得很辛苦；生活情境是凶殘野蠻、短命(霍布斯(Hobbes 1588-1679)形容狩獵與採集的生活「凶殘、野蠻、短命」道盡了古代人類生活的情境；另在戴蒙(Diamond  1997)在「槍砲、細菌與鋼鐵」一書中也道出人類從15,000年前為求生存歷盡滄桑。之後定居的農業創造了人口、社會與文化發展空間，創造了文明。再進入早期的農業時是看天吃飯，初期使用少量植物性、礦物性農藥；1940年代後大量使用農藥及化學肥料，此後安全農業為大眾所關切與要求，供人類食用的食品（包括輔料）從生長（包括種植、養殖）、收穫、加工、包裝、儲藏、運輸、銷售直至消費的過程都要嚴格控管（從生產至餐桌），現在認為包括上述內容外，還包括營養性及人類因食物豐富、過食、偏食所引起的所謂文明病、也包括用於免疫、抗菌、抗癌、老年病的的防治、體能調節等健康食品。加以農業面臨經貿全球化、自由化之衝擊，台灣農業競爭力不足，農民高齡化問題嚴重，農村勞力老化迅速，平均規模狹小，經營缺乏效率，政府推動「吉園圃安全農業」、「有機農業」、「產銷履歷」、「農藥殘留檢測」均是在提升農產品品質與安全衛生，以提高農產品的競爭力，並確保消費者食的安全。因此農業的進步是歷經15,000年先民的努力緩慢進步，現在拜科技之賜使用農藥、肥料等才有今日的農業。
第一次農業革命與農藥使用
第一次農業革命為石器時代的農業培植，是人類從採食進入產食，保障了生活所需的條件，才有早期農業出現。在古早時代的世界地廣人稀，生活物質取得容易，因此尚無有計畫的耕耘，人類過者以狩獵與採集的生活，每日營營苟苟，只求果腹，仍不免於凍餒；後來人口逐漸增加，遂有農耕的發生，以及馴化動、植物，但也並非易事，果樹的栽培也經過數千年的努力，如接枝、授粉；古代農具不發達，耕種面積小，因此農業收入偏低；在落後地區現仍有以人力及簡單工具從事農業生產，但我國自古即重視農業的生產以精耕細鋤的耕作農地；在古時「農書」(南宋 陳敷)、「農政全書」(明 徐光啟)等書中所顯示培育健康的土壤，供應歷來中國衆多的人口所需，但也常由於天災而致無收穫，加以古時病蟲害無法控制，因而農作物生產受到限制，例如中國歷史上十多次由於「南螟北蝗」所造成的全國性大飢荒，史書上用「餓殍遍野」來形容當時的慘狀，至今仍是重要害蟲，但已可以有效的控制。

在臺灣古早時候地廣人稀，人民生活資源取得容易，因此尚無需有計畫的耕耘，後來漢人移進，人口漸增，台灣才有農業經營型態。根據史籍記載，大陸人民與台灣的接觸是遠在隋代（西元589-617年），明末天啟年間（1621年）顏思齊、鄭芝龍等招致閩南飢民渡台, 從事墾荒為嚆矢，1621年荷蘭人據台，鼓勵漢人移民，教化原住民定居從事墾殖；1624年西班人亦自台灣北部進入，17世紀中期明鄭寓兵於農的政策,由南逐漸向北開發；清朝時明鄭的官田以及屯田制解體，原有耕地放領私營，土地開發，水利興修，農耕技術有長足的進步。連雅堂先生在台灣通史上寫著「台灣本無史，荷人啟之，鄭氏作之，清人營之」；1894年(光緒20年)中日甲午戰後，台灣割讓給日本，推行「農業台灣，工業日本」政策，二次大戰時台灣農業嚴重破壞，1945年台灣光復後，積極開始重建，改進增產，提高農民利益，以求全面均富，在自由經濟下進軍國際市場並邁向農業的新境界。當時使用的農藥為第一代農藥天然藥物時代和無機物、第二代及第三代化學合成農藥。

1、第一代農藥即天然藥物時代 (約19世紀70年代以前)：早期人類把包括危害農牧業的病、蟲、草害在內的嚴重自然災害均視為天災，但在長期的生產與生活過程中逐漸認識到一些天然物質具有防治農牧業有害生物的性能，但直到17世紀以後才陸續發現了一些真正具有實用價值的農用藥物。公元前1200年古人用鹽和右灰除草，公元前1000年以硫磺燻蒸驅逐害蟲，公元前 100年用野生植物藜蘆(Hellebore)來驅逐害蟲、鼠害及使用海蔥(Red squill)來防除野鼠。
公元前7-5世紀中國古籍上已有嘉草、莽草、牡菊、蜃炭灰殺蟲的記載，公元前3-4世紀「山海經」用礜(砷硫鐵礦)毒殺老鼠，公元前32－ 7年（漢成帝）在「氾勝之書」、「齊民要術」有用附子、乾艾等植物防蟲、貯藏種子的記載；之後，又在「天工開物」都有不乏植物性、動物性和礦物性藥物殺蟲、防病、滅鼠等紀載。它是中國古代重要的農業生產的科學著作。公元25-200年東漢煉丹術進入鼎盛時期，開始製造小量的白砒，659 年蘇恭的「唐本草」有硫磺殺蟲、治疥的記載，900年唐代用砷化物防治庭園害蟲，1030 年北宋歐陽修「洛陽牡丹記」中有用硫磺治花蟲的記載，1596年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記述了礦物性的砒石、雄黃、雌黃、百部、藜蘆的殺蟲性能，1637年明代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記述了砒石的開採，煉製方法及用於防治地下害蟲、田鼠和水稻害蟲的情況， 200 年前中國已使用菸草、除蟲菊、魚藤、雞血藤、雷公藤、苦楝、川楝、苦樹、黃杜鵑、百部等防治蟲害。
在殺鼠劑方面亦使用無機化合物如白砒、黃磷、硫酸鉈、碳酸銅及磷化鋅等。

第一代農藥的組成特點，也有人稱為無機和植物性農藥時代，至今第一代農藥仍有應用者，如硫酸銅、硫磺、除蟲菊、菸草等，但也因化學的進步，其成分濃度與製劑加以改進，以達更高的效果。隨著農業生產對農藥需求量的增大，無機農藥和植物性農藥已無法滿足生產的需要，而加速了有機合成農藥的研究和生產，

2.第二代農藥即無機合成農藥時代：19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40年代中期發展了一批人工製造的無機農藥(包括氟、砷、硫、銅、汞、鋅等元素的化合物)，以現在的觀點來看無機農藥藥效差，防治面窄而且易生藥害，其中殺蟲劑多為胃毒劑，殺菌劑多為保護劑，除草劑是非選擇性的，殺鼠劑屬劇毒藥物，雖然有 Lethane、得恩地(Thiram)等初級有機農藥問世，但主導地位是無機農藥，最早出現的無機農藥是石灰硫磺與波爾多。1894年後砷酸鉛、砷酸鈣開始供應市面，此兩種藥劑成為當時殺蟲劑的主流，砷酸鉛曾有殺蟲劑王者之稱。

3.第三代農藥為有機合成農藥時代（20世紀40年代中期至60年代）：20世紀40年 年代以來，殺蟲劑、殺菌劑、除草劑、植物生長調節劑、殺鼠劑等各類農藥中均出現了大量有機合成農藥，他們具有類型多，藥效高，對作物安全，應用範圍廣等優點，無機農藥因無法與之競爭，用量減少，農藥進入有機合成時代。 
（1）在殺蟲劑方面，有機氯、有機磷和氨基甲酸鹽三類：

A.有機氯殺蟲劑主要的代表是滴滴涕(DDT)、蟲必死(BHC)。面毒殺芬(toxaphene)、氯丹(chlordane)，阿特靈(aldrin)、地特靈(dieldrin)、飛佈達(heptachlor)，至今已全面禁用。
 B.有機磷劑主要的代表是特普(TEPP)，巴拉松( parathion)，馬拉松(malathion)、三氯松(trichlorofon)、撲滅松(fenitrothion)、美文松( mevinphos)  、二氯松( dichlorophos)，滅賜松(demeton -S-methyl)與美納松(menazone)亦相繼出現。但因有機磷農藥有些為劇毒，少數有致腫瘤性之虞，或因人體對膽鹼脂酶比昆蟲敏感而逐漸被禁用。
 C.氨基甲酸鹽(carbamate)殺蟲劑主要的代表是納乃得(methomyl)、加保扶(carbofuran)、毆殺滅(oxamyl)、得滅克(aldicarb)。
 D.殺蟎劑的大克蟎(dicofol)、得脫蟎(tetradifon);
E. 其他如培丹(cartap)，蘇力菌(BT)。
（2）、在殺菌劑方面有有機汞、醌類及得恩地(thiram)，有機硫磺的鋅乃浦(zineb)、錳乃浦(maneb)的發現，蓋普丹(captan)、四氯丹(captafol)、丙基喜樂松   (iprobenfos)，護粒松(edifenfos)、本達樂(benalaxyl)、免賴得(benomyl)、依瑞莫(ethiramol)、嘉賜黴素(kasugamycin)、保粒黴素(polyoxin)、保米黴素   (mlasticidin-S)等。

（3）.在除草劑方面，有MCPA、2,4-地(2,4-D)、稻得壯(molinate)、克乃達(TCA)、草脫淨(atrazine)、草滅淨(simazine)、達有龍(diuron)的出現。
（4）.植物生長調節劑方面有吲哚丁酸、勃激素(GB)、離層酸、細胞分裂素，
二,四－地（2,4-D)、萘乙酸鈉(α-NAA)、益收生長素(ethephon)、抑芽素(MH)、克美素（chlormequat）等。
（5）、殺鼠劑有安妥(antu)、弗拉倒(fratol)、tetramine(毒鼠強)、殺鼠靈(warfarin)、可伐鼠(chlorophacinone) 等。
第二次農業革命(綠色革命)與農藥的使用
「農業綠色革命之父」、「集約化農業創始人」美國植物育種家諾爾曼-博勞格  (Norman Borlaug)研究出產量比普通小麥高5倍的「奇跡小麥」-索諾拉，菲律賓於1968年培育出高產量的「神奇稻米」每公頃的稻米平均產量提升了2.5倍。開創性的研究幫助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農業變革。 1970年他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諾貝爾研究所說，他的工作避免了全球飢荒，並幫助拯救了數億人的生命。美國環境學者萊斯特-布朗看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由於改良種子、改善灌溉設施、使用農藥和除草劑而開闢了大量生產糧食的時代，就稱其為「綠色革命」。但在當今世界，隨着中國和印度等國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糧食需求增加，而且糧食價格暴漲，因此面臨「糧食危機」；「廉價糧食時代」告終了，亞非很多個國家瀕於暴發飢餓暴亂。所使用之為第四代有機農藥時代。

一、第四代農藥 (有機農藥時代、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這一時期有機合成農藥的特點係朝向高效化、安全、低劑量，重視農藥對生態環境方面的影響，逐漸結合化學與生物科技，代表農藥有：

（1）合成除蟲菊類--亞烈寧(allethrin)、百滅寧(permethrin)，芬化利(fenvalerate)、賽滅寧(cypermethrin)及阿巴汀(abamectin) 等。

（2）殺菌劑如三得芬(tridemorph)、賽福寧(triforine)、得滅多(buthiobate）、dimethirimol、enilconazole、撲克拉(prochloraz)、三泰芬(triadimefon)等。

（3）除草劑如巴拉刈(paraquat)、丁基拉草(butachlor)、嘉磷塞(glyphosate) (1971年)、免速隆(bensulfuron -methyl) 等。更是使除草劑帶向了輝煌的時代。
（4）植物生長調節劑中高活性的巴克素（paclobutrazol）、芸苔素內酯 (brassinolide)、單克素(uniconazole-P)、艾維黴素（aminoethoxyvinglycine），使應用更加廣泛。
（5）殺鼠劑中開發出了第二代抗凝血殺鼠劑，如可滅鼠(brodifacoum)、可伐鼠(chlorophacinone ) 等。

（6）殺蟲劑：合成除蟲菊、新菸鹼類的可尼丁（clothianidin）等低毒性農藥等。 
二、第五代農藥(非殺生性的藥劑)即由「殺傷」轉為「控制」的農藥，如各種昆蟲費洛蒙，昆蟲激素、昆蟲生長調節劑等，二福隆(diflubenzuron)、克福隆(chlorfluazuron)及布芬淨(buprofezin)等，這類農藥對非靶標生物無害，而在抑制害蟲成長方面顯示出獨特的效果。此外昆蟲性引誘劑(Attractant)如甲基丁香油(methyl eugenol)、克蠅(Cue-lure )、青春激素(Juvenile hormone )、腦激素(Brain hormone)，蛻皮激素(Molting hormone, Ecdysone hormone)，抗幼年激素(Anti-juvenile hormone) ，加之前開發的昆蟲性費洛蒙(Sex pheromone) 如菸甲蟲費洛蒙（serricornin）等和化學合成的昆蟲生長調節劑(Insect growth regulators) 如二福隆（diflubenzuron），這些物質打破了以外來異物殺傷害蟲的慣例，而開闢出模擬合成昆蟲內外分泌物，使用後導致害蟲生長發育受阻而死，與第三代、第四代農藥(Fourth-generation pesticides）有很大的差別，因此稱為第五代農藥。
　第三次農業革命（第二次的農業綠色革命）與農藥的使用
第三次農業革命為利用基因改良、生物科技技術，期使農作物產量大增，以方便解決人口大量增加的問題，基因轉殖的特性可以包括：抗蟲、抗病、抗旱、抗除草劑或者增加作物的特殊風味及營養成分。而基因轉殖初期是利用基轉技術將農藥用的蘇力菌(BT)、嘉磷塞(glyphosate) 及固殺草(glufosinate- amomonium) 等農藥，轉殖進入種子，以獲得作物可以抗病、抗蟲及抗除草劑的作用，全世界約有120種作物進行各種基因轉殖，而使用農藥轉殖作物有：
1.棉花：殖入耐除草劑或具有蘇力菌產毒基因。
2.大豆：具抗蟲、抗除草劑，使用的農藥為蘇力菌 、嘉磷塞及固殺草。
3. 油菜(Canola)：殺蟲劑及除草劑，
4. 馬鈴薯：殺蟲劑及除草劑。
5. 玉米：殺蟲劑及除草劑。
6. 蔬菜：蘇力菌。
7. 小麥：殺蟲劑及除草劑。
在羅馬舉行解決糧食危機的「世界糧食論壇」將把玉米當作廉價燃料替代能源的問題展開激烈的討論。就是說不能為2億人而讓20億人餓着肚子。世界糧食計劃署(WFP)指出，綠色革命所以失去動力，是因為滿足於其間的成績，忽視了農業生產率、技術開發和基礎設施投資，並要求啟動“第二次綠色革命”。問題在於還沒有引領第二次綠色革命的好辦法。因為對轉基因生物的反對呼聲高漲，改良種子的研究停滯不前，加上因為缺水問題，糧食產量逐漸下跌。據悉，世界糧食論壇將討論開發少用水和肥料能獲得高產的研究項目給予獎勵。我們也應該重新啟動一度放手的改良水稻、玉米品種的工作。使用農藥是：生物科技與基因科技時代，但也考慮使用更新的農藥。
1.使用對環境具有相容性與友好性的新農藥。
2.開展生物調控劑的研究，以殺傷轉到控制。
3.植物激活劑的研製成功，開創防治的新方法防禦性物質Oryzalexins　A～F植物激活劑(Plant activator)或植物引發劑(Plant elicitor)等天然防禦性物質，其作用機制啟動植物體內天然的防禦病害的機制產生的新一代農藥。

4.以化學生態學和控制的方法來防治害蟲的觀念研發農藥。
（1）以化學性費洛蒙（Semiochemicals）或生態化學品（Ecochemicals）防治。
（2）交配控制：例如以勃起素(Erectin)的應用控制交配而達減少蟲口數。

（3）產卵控制：例如紅豆和豇豆象鼻蟲在豆子上每粒產卵如超過豆子能滋養時，過多的卵則死亡。又用食用油類似的類酯物質給予保護，可以免於象鼻蟲的侵襲。
（4）生長控制：對環境影響最小的「軟性」農藥，如矮化劑、調控高度的選擇性的農藥。

5.光敏化劑(Photoactivated)(光動)：農藥的開發擴大農藥的發展。
6.發展微生物製劑：以控制害蟲、病菌、病毒及雜草防治。
7.基因轉殖（GMO）技術與細胞色素P450基因的應用。
第四次農業革命-綠色農藥的使用

綠色農藥是指對防治病菌、害蟲高效，而對人畜、害蟲天敵、農作物安全，在環境中易分解，在農作物中低殘留或無殘留的農藥。在生活水準提升後，綠色農業、有機農業漸成為趨勢，農藥的使用必需走向綠色農藥如植物激活素如亞汰尼( isotianil）、tianil、微生物、天然素材的應用為防治病蟲害的重要方法。
1. 綠色化學農藥：為無毒或極低毒、不污染環境以及病蟲害不易產生抗藥性等優點的農藥，提倡化學品使用安全概念來自於「綠色化學（Green Chemistry）」。是由美國華盛頓白宮科學與科技辦公室的Paul Anastas在1991年所倡議的核心概念，著重於開發對環境友好的化學技術。技術層面則應用化學技術與方法，減少或排除有害物質在化學合成、分析過程中的使用與產生，並結合回收與重用技術，增加能源與物質的使用效率。綠色化學之最終目的為物質消耗的封閉循環，達到人類永續生存之目標，綠色化學又被稱為永續化學(Sustainable Chemistry)。因此化學界尊稱Paul Anastas為「綠色化學之父」。在近幾年「綠色農藥」亦獲得輝煌的成效，如1999年賜諾殺(spinosad)獲得美國總統綠色化學挑戰獎。2007年杜邦公司發表克安勃(chlorantraniliprole) 此種農藥上市顛覆了「殺蟲劑有毒」的概念，其急性口服大鼠LD50＞5,000 mg/kg，目前已有數種農藥正在研發中。
2. 植物激活劑 (Plant activator)研發成功：植物抗病激活劑本身及其代謝物無直接的殺菌活性，但可刺激植物的免疫系統而誘導植物產生具有廣效性、持久性的系統獲得抗病性(systemic acquired resistance,SAR) ，即當壞死型病原物或篩選的誘導菌侵染或某些化學製劑誘導處理後某些可以對隨後病原物的侵染產生抗性。這些可以誘導植物產生SAR的生物或化學製劑就稱為抗病誘導劑(elicitor)或激活劑(activator)，由於SAR具有四大特性，(1)即系統性：SAR表現在植株的非誘導因子處理的部位；(2)持久性：SAR產生後可維持幾週甚至幾個月；(3)廣效性：SAR同時對於真菌、細菌、病毒所致病害產生抑制作用；(4)安全性：這些誘導劑本身對病菌並不產生毒殺作用，而是誘導植物本身產生抗性，故對環境不產生副作用，因此類殺菌劑具有相當廣濶的遠景。植物的防病抗蟲性能來自品種自身的抗性和外界因素的誘導，後者就是誘導植物產生抗病性的化學物質稱為植物抗病激活劑(elicitor 或plant activator)。
(1) 植物抗病激活劑的概念及其特點：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Rose研究從菸草花葉病毒毒、提出植物系統獲得抗病性以來，人們發現除病原微生物的生物因子(如真菌、細菌、線蟲及代謝產物等) 、化學物質和物理因子(包括機械損害、電磁處理、放射線和熱處理等)等，也能誘導物產生SAR外，其他如無機化合物、天然有機化合物及有機合成化合物也能產生。 植物受病原物誘導可以產生系統抗病性能(induced systemic resistance,ISR)，也稱系統性獲得抗性( systemic acquired resistance,SAR)，植物抗病激活劑具有如下特點：
(1) 本身無離體的殺菌或抑菌作用或僅有很低的殺菌或抑菌活性。
(2) 作用機制複雜：不是單一作用靶標，植株整體協調產生系統的防禦功能，並非傳統的直接殺菌或抗菌的模式。
(3) 誘導產生的抗菌性具有特效和廣效的特性，傳統的殺菌劑的抗菌範圍一般較窄，植物抗病激活劑產生的抗性具有非專化性的特點。可有效地防治零點菌、細菌、病毒等多種病害。
(4) 誘導產生的抗病效果存在滯後性：誘導處理的植物必需經過一段時後才能對挑戰病原菌表現抗性。

(5) 傳統農藥往往容易引起抗藥性，植物抗病激活劑不會對病原菌產生選擇壓，不易產生抗藥性。

(6) 對不具有致病的腐生菌等無影響，有利生態平衡和環境保護。
(7) 單子葉植物和雙子葉植物均可經植物抗病激活劑誘導產生系統獲得抗性。
(8) 植物抗病激活劑與常規殺菌劑聯合使用具有相加或聯合作用。
（二）植物抗病激活劑種類：
（1）根據來源可分為生物源和非生物源兩類，生物源植物抗病激活劑有蛋白類（harpin蛋白）和寡糖類（寡聚葡萄糖）及糖蛋白類（從酵母的反轉錄酶中獲得的糖肽）等誘抗劑，花生四烯酸、油酸、亞油酸等許多不飽和脂肪酸也能誘導植物產生SAR；現報導非生物源植物抗病激活劑有內源的乙烯、水楊酸（SA）、茉莉酸（JA）等，外源的苯併噻二唑（BTH）、β-氨基丁酸（BABA）、撲殺熱（probenazole）、水楊酸甲酯（Methyl salicylate）、茉莉酸甲酯（MJ）、磷酸鹽（K3PO4、K2HPO4、Na3PO4、Na2HPO4），二、四-D、萘乙酸（NAA）、IAA、色氨酸等生長調節劑等。
（2）化學農藥：1940 年Müller 及Borgery提出植物防禦素後，在水稻生產雙萜植          物防禦素（Diterpene phytoalexins），發現了Oryzalexins A-F後又發現了momilactones，以雙萜環化酶生化合成獲得成功後，啟動植物體內天然的防禦病害的機制的農藥產生。1995年Ruess發表acibenzolar-S-methyl，曼普胺(mandipropamid）、賜諾特（spinetoram）、亞汰尼(isotianil)、tianil亦相繼發現並應用於作物上。

（3）微生物農藥的開發與應用：如木黴菌(綠木黴菌Trichoderma strain R42) 及亞種、枯草桿菌(如WG64)、純白鏈黴素、甜菜夜蛾核多角體病毒(nuclear polyhedronsis virus)  及基因工程產製的微生物農藥等等均已投入作物保護物行列。
（4）植物生長調節劑：茉莉酸丙酯（prohydrojasmon） 、吲哚丁酸(IBA)、開寧激素(kinetin) 等之開發完成。
（5）天然素材的應用：菸葉、除蟲菊、魚藤、苦楝、苦茶粕、樟腦油、茶皂素和蒜精等防治蟲害的功效，自古即為人熟知，且迄今仍在各地廣為應用。
（6）生化農藥：如甜菜夜蛾費洛蒙、斜紋夜蛾費洛蒙等研發成功。

以健康的觀念看農藥
農藥對植物來說，猶如醫藥對人類一樣重要，且必不可少。自古以來，植物病害、蟲害、衛生害蟲及鼠患等直接間接造成人類的損害，並造成生存的威脅，例如古代農作物病害猖獗，早在史前時期銹病及黑穗病己對榖類生產造成巨大損失，而今化學農藥對農作物產量的貢獻高達25-30％，據統計每使用一元的農藥可使農業獲利達8-16元，使用化學農藥才能使人類免於飢餓。 國際著名的英國農藥專家Cooping博士報告僅中國大陸如果不使用化學農藥時將使3.5億人挨餓，水果將減產78％，蔬菜減產54％，谷類減產32％。在生活水準提升後有人對農藥常帶著懷疑的眼光看待，根據數十年工作經驗分析如下：
1.農藥殘留不可怕 ，較可怕的是殘留超標：在人口眾多及生產不足的國家或地區，尤其在饑餓或半饑餓地區糧食的生產更加重要，如果不用農藥，肯定會出現饑荒。而沒有殘留是理想主義，沒有一個國家能做得到。先進國家吃穿不愁‧但不能用別國的農藥殘留標準來判斷是否存在安全風險。很多國家人口眾多、耕地狹小，糧食增產和農民增收始終是農業生產的主要目標，而使用農藥控制病蟲草害從而避免糧食減產是必要的技術措施。農業機械化等現代農業技術需要使用農藥進行除草、控制高度、脫葉、疏果等措施，以利於機械化操作。農作物病蟲草害引起的損失最多可達70%，通過正確使用農藥可以挽回40%左右的損失減產，如果不用農藥，肯定會出現饑荒，而食用含有農藥殘留的農產品是否安全取決於農藥的殘留量、毒性和食用的量。為確保農產品的安全，各國根據農藥的毒理學數據(主要是每日允許攝入量和急性毒性參考劑量)和居民食物結構等制定農藥殘留限量標準，殘留量低於標準是安全的，可以放心食用，而超標農產品則存在安全風險，應避免食用。
2..農藥殘留不等於農藥超標：學者及農藥研究者指出「農藥殘留」和「農藥超標」是不同的概念，檢測出農藥殘留不等於就有危害。就像去醫院體檢，通過對照標準值，才能知道指標是否正常。臺灣大學陳家揚及沈立言兩位教授指出在過往的媒體報導中，「暴露量」常未獲應有的重視或討論，而將食品安全簡化為「全有」、「全無」的是非題，例如「超標」或「檢出」即被冠予「有毒」食品，只要某化合物的存在便跳過「劑量」而將毒性危害與健康效應直接劃上等號，諸如食入塑化劑使雄性生殖器變小，食入黄麴毒素則導致肝癌等。事實上「暴露劑量」與「暴露時間」對於是否產生不良健康效應，或是產生的可能性有多少扮演決定性角色。一般食用之花生以及蠶豆對於過敏者或蠶豆症者可能取其性命。食品中化學物質或毒素殘留或毒素殘留要多低才百分之百安全，完全不會造成任何健康風險，這問題恐怕沒有答案，我們大概找不到「零風險」的食品，而只有為我們所能接受風險下的食品。以今日的檢測儀器的靈敏度要驗出極微量的殘留並非難事，「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可表示出用藥後可以精密的儀器檢出；如現在藥物殘留容許量以ppm(百萬分之一) ，即使ppb(十億分之一) 、ppt(一兆分之一) 亦能檢出，因此「不得檢出」(ND)是否適合為諸多食品安全的判定標準？是否就代表「零風險」？可能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另一面營養問題以及糧食問題在探討食品安全與食品品質需一併考量的因素。又基因改造以及瘦肉精添加於飼料等，有其食品安全與環境汚染的疑慮，但是在提高糧食生產、肉品生產與降低成本上亦有其貢獻，應以健康的學理來評估其風險性。   

3. 適當使用農藥不會影響人體健康：英國Bristol大學的Hislop教授在1992年直言不諱地批評了「忍受」論，「當你們肚子吃飽時是可以道貌岸然地批評使用農藥」，「而使用農藥保證了農業生產的人」，「在你們的眼中成了綠色環境的破壞者」，對飢餓或半飢餓的人來說，這種批評是值得商榷的。Lovelook還特別提醒「目前最毒的物質還是大自然製造的毒素，如由細菌所分泌出來的內毒素」，海棲單細胞生物腰鞭毛蟲分泌的劇毒素，毒蘑菇所分泌的一種多種鬼筆鵝膏、Psilocin、Psilocybin等以及非洲的毒鼠子屬植物Dichapetalum tacicarum及類似植物所產生的氟乙酸（即殺鼠劑fluoroacetamide的原酸）。21世紀的現在，農藥對害物防治的觀念已由殺傷轉到控制，而且努力確保生物的多樣化，上述的利弊與爭論因科技的進步與管理的加強逐步獲致解決。
4.農藥的殘留超過農藥殘留安全容許量(MRLs) 是不是就是立即危害健康：健康是無價的，不過當我們回到現實面，卻須面對我們願意付出多少糧食生產及檢測之費用，來換取較為安全健康，所謂「零風險」的食品，其平衡點為何。農藥的殘留超過農藥殘留安全容許量是不是就會產生立即的危害健康，凡事都有一定的風險存在，無法達到「零風險」的理想，那麼如何有效的避免或降低風險才是當務之急， 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Codex）及各國政府研訂出農產品農藥殘留容許量是「農藥可接受的風險」也就是「農藥殘留容許量」作為行政管理的管制點，在評估農藥每日最高可以容許攝入量時，均已考量充足的安全係數(一般是×100倍)，只要吃進攝入量不超過就不致發生健康危害。

5.農藥與健康：1962年美國的女作家Rachel Carson著 「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一書，描述了農藥爲人類所造成的弊害，其主要說的是「因大量使用殘毒性長的農藥，污染了河川、土壤、地下水，直接間接殺害了河流中的魚類和野生動物，以及殘毒在人體蓄積等；結果，農作物的病害與蟲害是消滅了，而鳥語花香的春天也因而破壞無遺，人及家畜因而中毒或喪生，嚴重影響人類的健康」。但歷經50年因科技進步及人為的管控，上述情形並未發生。又全世界人口在2011年為70億，估計到公元2045年世界人口將達 90億，2040年糧食的需要量為目前的3倍需求量，為因應人口增加所需要的糧食，農藥的使用將不可避免，為因應環保的要求，保護使用者與消費者安全，避免對野生動物不合理的危險及損害，新農藥的開發更加審慎，現在農藥之開發趨向高性能、低劑量、殘留期短、生物分解迅速、具有選擇性、對人類和環境安全等，以應實際需要，如新分子，新製劑及新加工技術，均已結合化學與生物科技等；由於農藥是高科技產品，正隨著科技的進步而進步，相信農藥仍是造福人類不可缺少的物質。
農藥的發展過程是漫長而歷經無數的艱難與各種嚴格的考驗，在新科技的協助下，從多方面研究防治害物的藥物仍是人類維護生存與享受科學文明生活必需的手段，同時為滿足全世界人口增加的需求，創造符合嚴酷條件的環境需求，化學與生物結合，生物工程的應用成為農藥必須採用的手段，也惟有如此，才能符合新農藥的要求。農藥在嚴格的管理之下，並沒有直接證據會造成癌症，1988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對農藥所作的結論如下：
（1）在果樹和蔬菜上使用之農藥對癌症無關係，而和使用該藥劑的農民罹患此症有直接關係。
（3）食品中殘留農藥引起的致癌問題，較之抽菸或其他已知的致癌因素相比則是微不足道，在流行病學專家統計，致癌風險為日常食品35％、吸菸30％、職業4％、飲酒3％、大氣污染2％、病毒1％、醫藥1％、食品添加物1％，但農藥則未發現。
（4）食品中含有如此少量的藥劑對人類幾無危害。
（5）美國長期研究（1993年）結論，政府所規定的農藥殘留容許量對成人、兒童乃至嬰兒都是絕對安全的。因此，在正確安全使用及政府的管理下，對消費者不會產生危害。　

6.懷疑農藥有無殘留的蔬果處理：中興大學植物病理系特聘教授曾德賜表示「大部分的農藥從植物根部吸收，洗滌只能清除表面殘留的農藥，目前也沒有在家檢測的方式。政府一定要落實生產面的把關工作，確保噴灑農藥的作物過了安全採收期後再行採收」。因此每一種農藥都有一定的安全採收期，必須等待作物上的農藥自行代謝過後，才可以採收。在農藥代謝不完全的情況下，洗滌只能清除蔬果表面上的農藥殘留，並無法處理植物內部的殘留。烹煮也只能破壞一部分的農藥結構，無法保證安全無虞，農民用藥一定要按照用藥標準來施用；但消費者在食用前因洗滌蔬果及調理的過程中已去除絕大部分的殘留農藥，消費者不必過度擔心。
農藥--利大於弊的典型

百年來化學防治一直是植物保護工作中一項最重要，發展最快，也是最受農民歡迎的技術措施，特別是有機合成的化學農藥迄今仍為防治病蟲草害最經濟、迅速而有效的方法。相反的，早期的農藥具有劇烈的毒性，使用不當易造成中毒，污染食物，造成環境的不良影響，甚至有人竟利用它為他殺或自殺的工具，而關心是否有日積月累的殘留，是否會造成不良的後果，其影響雖未能全部明瞭，但很顯然的已成為一項新的社會所關心的問題。但也由於農藥的使用獲得顯著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根據多年的經驗，農藥的科學合理使用可避免或減少有害生物對人類造成的危害，但不合理的濫用，也會對人類生活和生態環境造成不利影響。由於農藥對人畜具有特異毒性，對環境亦會造成某種程度的衝擊，故使用農藥應以安全為第一，亦即須安全合理使用農藥。在熱帶地區，約有一萬多種的重要害蟲及600種以上雜草與甚多的病害威脅作物的生產，農藥的使用更不可缺少；現在各國對劇毒、長殘留及有致癌風險的農藥採取禁用措施及在新科技下發展出的低毒、低殘留、易分解及植物激活劑的發展，使農藥危害的風險降低；1989年英國 Robert.W.Daniels 在「農藥－利大於弊的典型」一文中指出數點：

1.根據推荐使用提供的許可農藥，就能夠達到安全使用的目的。

2.因為沒有一樣東西是絕對安全的，任何新科技的產品在背後都存在風險。
3.在安全施用農藥，也許比較合適的說法是「可允許的危險」。

4.一個很有趣的事實，那就是自從20世紀初以來農藥使用大量增加，但人類預期

壽命卻繼續延長。

農藥不等於毒藥

在中醫學上有句名言「是藥毒三分」，中、草藥絕大多數係取自天然資材，尚且如此，西藥、農藥亦是如此。以水來說是人體必要且每天必需的喝的東西，但如果人在短時間內喝了大量的水也會產生「水中毒」；一般認為無毒的物質，以極高劑量處理時，也會產生生理上的損害；「水中毒」就是最好的例子；同一物質在某些條件下有毒，但在另一些條件下則無毒，同一物質對某種生物有毒，對另一種生物低毒，甚至無毒。如馬拉松（malathion）對昆蟲有劇毒，但對高等動物毒性很低。在16世紀毒理學家巴拉西爾士（Paracelsus）指出「物質本身並不是毒物，只有劑量才使它成為毒物」、「恰當的劑量可以區分為毒物和藥物」，其原理均適用於中藥、西藥、食品與農藥的毒理。
而人體對外來的毒物具有防禦機制，可藉吸收、分布、解毒、代謝、排泄、生物轉化的增強和減弱、胎盤屏障、血腦屏障等藥物動力學的影響，降低對人體的危害；加以科技發展，人為與法規的管制，農藥在合理安全使用下，無疑的仍將是造福人類的物質。 農藥和所有化學品一樣都有毒性，但農藥不一定都是毒藥，一般食品、自然物質、西藥、中藥同樣都是有毒的，其毒性大小與劑量有關。例如殺菌劑之蓋普丹的毒性和食鹽、口紅差不多，殺蟲劑的馬拉松毒性比指甲油和香草精（香蘭素）還低，食鹽及水是人體必需的物質，但攝取過多，對人體也會造成不良影響，因此沒有一樣東西是絕對安全的。綜合而言農藥是農業生產重要的物質，而且是利大於弊。
                                  結論

一般社會大眾對農藥存在著戒慎恐懼的心理，有談農藥而色變，認為它像是洪水猛獸，深怕受其傷害；翻開歷史來看，如滴滴涕（DDT），蟲必死（BHC）等這幾種深植人心的農藥，歷久而不忘，如台灣學童在1950-1960年代頭蝨和防治瘧疾是就使用DDT，它的使用對人類生活和健康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可以說其功大於過，數十年來農藥在農業和衛生上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農藥在發展的過程中，從天然藥物時代進步到無機農藥時代，再進入有機農藥時代，而其發展的狀況，從第一代、第二代農藥進入到第三代農藥時已進入高效、低毒、低殘留的農藥；在1970年代由於幼年激素、腦激素、蛻皮激素等物質的發現，開闢出模擬合成昆蟲內外分泌物，使用後導致害蟲生育受阻而死亡的方法而進入了第四代農藥，1980代後期以分子生物科學、量子學、生物工程、電腦輔助分子模型、定量結構活性分析的合成方法，合成新農藥或基因改造等發展新農藥，將農藥帶入第五代農鑰即是非殺生性的藥劑，農藥的發展已邁向了由「殺傷」轉到「控制」的時代，它符合低毒化、高效化、低量化、環境中易降解及相容性高，對人畜及作物安全，不產生抗藥性，以及對非靶標生物（如魚、鳥、蜜蜂等）無影響的要求。20世紀90年代後至21世紀初由於生物科技的基因轉殖、微生物的開發利用與植物激活劑的綠色農藥陸續開發與使用，使農藥進入更安全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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